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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决定高度 新闻影响生活

民间智库的

“明星”班底

6月28日一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下简称“国经中心”)的工作人员，
在中国大饭店会议厅开始了忙碌的一
天，这里即将举办的是“第三届全球智
库峰会”开幕式。

此次峰会的规模和级别令人咋舌，
但对第三次举办峰会的国经中心来说，
却是轻车熟路。

当天下午，国经中心执行副理事长
王春正宣布会议开幕，先后致辞的是国
经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
炎，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美国前国务

卿亨利·基辛格、日本前首相鸠山
由纪夫等人围绕“新格局、新合
作、新发展”的会议主题，分别

发表演讲。
虽然和天则经济研

究所、长城企业战略研
究所等研究机构一样，
国经中心把自己定位
为民间智库，并聚集
了一班明星阵容：国
务 院 原 副 总 理 曾 培

炎任理事长，理事会
成员包括国资委原主
任李荣融、国开行原

董事长陈元和中投
集团原董事长楼
继伟等。

国经中心在
2009年7月初举

办的第一届全球智
库峰会，就邀请到30

多家全球顶级智库及
上百名前政要、诺贝尔
奖得主和全球 5 0 0强
CEO参会。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李克强、意大利前总理普

罗迪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等，也参加了这届峰会的开幕式。

国经中心的能量至今让很多专家
学者及业内人士不认可它民间智库的
身份，但不可否认的是，国经中心四年
前的高调亮相，把民间智库这一概念带
到了聚光灯下。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2012年10月
发布的《中国智库发展研究》显示，20世
纪80年代，中国官方智库快速发展，20
世纪90年代，民间智库获得实质性发
展，1993年前后，我国第一批民间智库
出现。

1992年，袁岳创建北京零点调查研
究集团，专注于市场调查、民意测验、政
策性调查和内部管理调查。

茅于轼、张曙光和盛洪则于1993年
创建了天则经济研究所，通过支持和推
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
的高质量研究，为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
新解决方案。同年，王德禄、刘志光和武
文生创建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通过新
经济研究为高新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和实践方案。

1994年，李凡创建中国与世界研究
所，通过游说、提供咨询，为具有创新和
开放意识的地方政府设计选举程序等
方式，积极介入乡镇、城市社区和地方
人大选举制度的改革。

包括他们在内的中国第一批民间
智库，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法学、社会
学、教育和公共政策。其中，天则经济研
究所的舆论影响力越来越大，北京零点
调查研究集团也被看做目前最有可能
成为中国“兰德”的民间智库。

冷水泼向

活跃的关注度

智库概念开始活跃在舆论界，且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2013年初的
一份报告却给中国智库泼下一盆冷水。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
项目组在1月24日发布了《2012年全球
智库年度报告》，报告中提到，中国只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
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六家智库进入了
全球前150名顶尖智库排名。其中，排名
最靠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仅列第17位。

另一个数字似乎在这种对比之下
更为尴尬：我国智库数量在全球排名
第二。

国家级的官方智库的排名尚且如
此，民间智库的处境更为艰难。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
洪指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排名靠

后，部分原因是外国机构不了解其重要
性。另外，这也与该研究中心很多研究
成果不公开有关。

事实上，不管是官方智库还是民间
智库，秉承传统文化和习惯，一直奉行

“低调”的处事原则，更愿意居于幕后。
2003年，英国智库职员马克·伦纳

德第一次访问中国，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王洛林告诉他，社科院共有50个研究中
心，涉及260个学科，有4000名专职研究
员。

“就在他这么说的时候，我感觉到
自己萎缩到大椅子的边缘里。英国整个
思想库群体只有几百人，整个欧洲不过
几千人，甚至美国的思想库天堂也不超
过一万人。但是中国的一个研究院就有
4000人，单单北京就有十多个思想库。”
伦纳德回忆说。

在持续三年对中国知识分子界的
访问结束后，伦纳德写出《中国想什
么》一书。该书一经出版，很快便成为
西方国家的畅销书。

国内不少专家对于国内智库暴露
出的问题并不讳言。“整体来看，民间研
究机构的发展现状是‘一麻袋土豆’，小
的不少，但论规模与影响力就差了，整
体研究水平也较低，只有少数对公共政
策有影响力的佼佼者。”2009年，中国民
间智库安邦咨询公司高级分析师贺军
曾撰文说。

政策空间小

市场空间也小

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曾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指出，国内智库存在的两
个最大问题是“跑部钱进”和“部门利
益国家化”。

魏建国说，中国的研究机构和一
些研究部门需要跑部委，拿到钱和项
目，才能给研究人员发工资、发奖金，
但研究成果是否真的适用，并没有多
少人关心。同时，一些部门希望通过
自己智库的影响，形成维护本部门利
益的国家政策，而实际上各部门之间
的利益有时存在冲突，这也在很大程
度上干扰了政策制定的全面性。

魏建国指出的问题，多出现在国内
的官方智库身上，对民间智库而言，与
官方智库不对等的地位成为其难以提
升影响力的巨大限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相关统计
资料显示，中国智库机构约为2500个，
研究人员约3 . 5万人。其中，民间智库只
占约5%，约120个。真正能发出声音，具
有广泛社会、政策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少
之又少。

不像官方智库有持续稳定的资金
保证，民间智库只能自给自足，只有学
会在市场经济时代生存才得以生存下
来，并逐渐获得影响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
曾表示，与官方智库产生的重要影响
相比，在资金、政策、渠道等方面，我
国民间智库的发展步伐都显得比较缓
慢。

民间智库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
政策的制约及其身份问题。根据20世
纪90年代的政策，非政府组织注册必
须要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

“当时大部分民间智库都只能以
企业的形式注册，每年都要交税，这
对本来就难以实现自给自足的民间智
库来说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学者邓聿
文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邓聿文说，按照国外民间智库的生
存模式，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企业和社
会的大量捐助，以保持它的独立性、公
正性，但中国却一直没有形成公共基金
的力量支持民间智库的发展。

广西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黎鹏认为，
意见上达机制不发达和决策层的“兼
听”机制不健全，是民间智库难以与政
府展开有效“对话”的主要因素。

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毕
研韬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向齐鲁晚报记
者讲述了国内民间智库之所以20年缓
慢前行的原因。

“不仅政策空间小，市场空间也
小。”毕研韬说，从社会管理角度，我国
的民间智库一直受较大管制，其建言在
上达过程中，也常经过层层“过滤”，难
以发出独立声音。

“很多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官方
智库，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他们没
有外包的习惯，也就没能给予民间智
库充足的市场空间。”毕研韬告诉齐
鲁晚报记者。

这些障碍的存在，让国内民间智
库同时作为咨询类企业存在，极为谨
慎地考虑政府项目，成了一种最为现
实的选择。 （下转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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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智库
拐点来了？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改

革开放。”在学者邓聿文看来，温家宝曾在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智慧”，应

该是来自全社会的通过智库表达的，而最广

泛的途径就是民间智库。

改革的持续深入，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

解决的更多、更细致的问题，给不同领域有所

专长的民间智库提供空间和机会，获得更大

的发展。民间智库可以在如今这个多元化社

会中发出多元化声音，这将有利于政府在制

定政策时，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以保证

政策的客观性。

但机会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获取的。

民间智库20年的发展步伐显得有些缓

慢。意见上达机制不发达和决策层的“兼听”

机制不健全，是民间智库难以与政府展开有

效“对话”的主要因素。民间智库不仅政策空

间小，市场空间也小。从社会管理角度，我国

的民间智库一直受较大管制，其建言在上达

过程中，也常经过层层“过滤”，难以发出独立

声音。

民间智库要真正成熟，不仅需要自由，更

需要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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